
    1934年，由于第五次反“围

剿”失利，各苏区红军陆续进行长
征。由于战斗激烈，大批卫勤人员

牺牲在路上，像中央红军出发前，
已有 7000多名受过培训的卫勤人

员，还有 200多名在校学员，可经
过几次恶战，红军进入贵州时，基

层卫勤力量已捉襟见肘，卫校教导

队不得不解散，教员直接充实到各
医院和卫生所，学员则回部队工

作。遵义会议后，军事形势有所好
转，卫校也一度恢复教学。1935年

6月，红军分兵，卫校一部分由教
务主任王斌带领跟随右路军北上，

另一部分跟随总卫生部编入左路
军，10 月中旬，在总卫生部要求

下，卫校复课，除了培训原中央红
军军医班学员外，还招收了红四方

面军的卫生干部和女红军，这批学
员的素质较高，后来都成为军事卫

勤工作的骨干。

除卫校以外，各军团在长征期

间不断开设医护训练班，像前文提

到的红三军团就开设了军医班和

护训班，在恶劣的条件下坚持边行
军，边作战，边教学。红四方面军总

医院也在护士学校基础上开办医

务学校，各军医院则单独开设了卫
生员看护训练班。
整个土地革命岁月，红军卫勤

体系从无到有，经受住残酷的血火

考验。当这些百炼成钢的“红十字
战士”抵达陕北根据地时，一个新

的中国革命形势已展现在他们面
前，一个更伟大的征途就在前方。

穿越封锁区
    这一时期，中共中央从上海等

地抽调医护人员赴各个苏区支援。
前文提到的贺诚，此时就结束在上

海的地下工作，“启程去江西当红
军了”。由于穿越白区的交通线时

断时续，贺诚抵达福建后便被暂时
留下，到当地红军太洋坝医院当医

生。过了好一阵子，他才在闽西军

区一个团的护送下，进入江西苏
区，当上中革军委总军医处长。此

时，红军已在兴国莲塘设立总医
院，院长正是戴济民。红军总医院

已发展到 7个分院，最多时收治过
上万名伤病员，但条件依然艰苦，

药品除部分来自缴获，大多是从白
区偷运或当地自制的中药草，医疗

器械干脆是土法制造，有些甚至是

木匠器材。更棘手的是偌大的总医

院，专职医生却寥寥无几。
在贺诚等人的努力下，1931

年冬，红军在莲塘开设卫生学校，
这是我军第一所训练卫勤人员的

机构。为节省时间，学校采取“重点
教育”，以部队最普遍的伤情疾病为

教学重点。这样，卫勤干部得以大幅

增加，到 1933年，中央红军前后方
卫勤单位的人才缺口基本被补上。

同时，红军也创办了最早的卫勤器
材厂，大量生产医用棉花、纱布、绷

带、一般外科手术器械等。考虑部
队行军需要，器材厂大量配置各类

中药。到长征开始前，红军各部已

获得 3个月供给量的药品，总卫生
部还携带了 200担医疗用品。

百炼成钢的人

红色征程

    其实，这些战士是红军在长征

中设立的流动医护训练班的学员，
到长征结束，这个班培养了数百名

军医、看护人员及卫生员，仅红三军

团卫生员就有九成是从这个班里出
来的。他们在长征及之后岁月里救

治了成千上万的指战员和群众。

作为官兵一致、以兵为本的革
命队伍，红军始终重视卫勤工作，可

以说，卫勤体系是随着人民军队创
立而一步步建立起来。解放后曾任

卫生部副部长的贺诚，1925年在北

京大学医学部上学时就入党了，
1927年参加广州起义，失败后，起

义军余部撤至花县，编成红军第四
师，他出任军医处长，头一回把自己

的所学用于卫生勤务。
比起广州起义部队，秋收起义

部队的条件更差，因为军事形势太

严峻，重伤员只能托付在沿途的药
房甚至老百姓家里，轻伤员勉强随

队行动。1927年冬初，部队大体在

井冈山站稳脚跟，便立即组建后方

医院，各团成立卫生队，以红十字旗
为标示，专门医护人员也带上红十

字袖章。1928年春，朱德和毛泽东
的队伍会师，组成红四军，不仅有了

更健全的党政工作体系，基层营连
卫生工作也开展起来，对个人卫生、

宿营地设施要求更细了。红军的战

时救护要求是“不能丢掉一个伤病
员，不准有伤病员得不到救护（的情

况）”。老战士回忆，各部队都把红
31团当模范，他们有装备帆布担架

的正规担架排，而此时多数红军担
架是用竹子和稻草临时制作的。

革命的人道主义
    1929年，中共湘南特委奉命建

立黄岗医院，号称能收容千名伤病
员，其实这座设在破庙的医院在敌

人封锁下得不到最基本的医疗用
品，只能就地取材，像手术用的刀、

剪、锯是靠铁匠打制，探针和镊子是
用竹子切削成的，注射液则是用土

蒸馏器自制。为搜集药品，医院成立

草药科，请当地中医和药农进山采
掘药材，然后再自行配置丸、散、膏、

丹。有些专业器械实在无法自给，像
唯一一副胶皮手套、少得可怜的注

射针头、止血钳和三折器械包，医院
都是专人看管，伤员也纷纷主动要

求留给更急需的战友用。
除了物资奇缺，专业人员也很

少，全院收容大量伤病员，可只有四
名医生和七八十名护理员，因为缺

乏固定病房，重伤员被安置在山洞
中，轻伤员分散借住百姓家，医护人

员每天都要端着盆子翻山越岭，挨

家挨户地上门治疗和换药。除了治
疗，他们还给伤病员做思想工作，空

闲时间还得自己种瓜种菜，养猪积
肥，改善伤病员伙食。看到医院上下

不辞辛苦，伤病员们都能主动配合
治疗，亲历者回忆，当时指战员极少

有住院两个月以上的，大部分轻伤

员根本不肯下火线，担心增添医护

人员的负担。
随着苏区扩大，红军卫勤体系

也开始进化。1930年红军打下吉安
后，将隐蔽在周边的伤病员集中到

县城，毛泽东亲自动员当地名医戴
济民参军，他说：“当医生的，向来说

搞人道主义。但在旧社会是为个人

利益，为少数人服务的，如果参加革
命工作，为伤病员服务，那就不是为

个人利益的人道主义，而是为革命
的人道主义，是最光荣不过的。”戴

济民很快组织全城中西医，前往青
原山大庙的红军伤病员集中点，那

里条件很差，也缺乏管理，伤病员已
有三天没得到护理。戴济民与红军

干部当机立断，马上成立“红色第一
分院”，将伤病员按情况分为四个

连：一连为重伤员，二连为轻伤，三
连是下肢溃烂的病员，四连是内科

病人。按照分工，三、四连由吉安中
医负责，而 7名西医负责 800多名

轻重伤员的医疗护理。由于工作太
忙，医护人员每天无法保证四个小

时的基本休息。随着根据地扩大，红
色第 1分院在不到 1年时间扩大到

1个总院和 4个分院的规模，每个
分院能够容纳 500名伤病员。

消灭“时疫”的奇迹
    建立最初的野战医疗体系的同

时，红军还在党的领导下协助苏区
预防疾病。1932年，《红色中华》杂

志上发表《大家起来做防疫的卫生
运动》一文，指出“卫生防疫运动的

开展是保障工农群众和红军的健康
运动，是为强固革命力量去争取苏

维埃更大的发展和胜利的运动”。由
于条件简陋，根据地防疫体系首要

任务是改变农村旧有卫生习惯，加

强农民卫生防病意识。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在江西成立后，颁布的《苏维
埃区暂行防疫条例》确立 6种防疫

办法，包括房屋定时大扫除，垃圾清
理，晾晒家具和被褥等，并提出 10-

15个家庭为单位组成卫生运动组。

苏区也建立最初的疫情报告和
登记制度，要求每月统计各地出现

的病症以及因病死亡的人数。在此
基础上，苏区建立消杀隔离制度，从

病人隔离和病毒消杀两个方面规定

传染病的应急处置办法，对发病严
重的地方，要求方圆五六里内进行

交通隔绝，禁止开大会等导致人员
聚集的活动。由于苏区防疫组织严

密，至 1932年，苏区很多区县消灭
“时疫”，例如闽浙赣苏区疾病减少

90%。《红色中华》1934年 3月报道

曾发生鼠疫的西江县，“全县严重的
时疫完全被消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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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中国工农红军卫勤保障

帆布担架都算“高大上”

    1935年，长征的中央红军序列里，出现这样一
群奇怪的战士，他们一边走，一边小声唱着很怪的歌：

“阿司匹林托式散，先治咳嗽后治喘⋯⋯”有时，他们会突然
抓起挂在背包上的小木片，低头看一眼，然后将木片放回去，继续
低声唱歌。宿营时，这群战士不会马上睡觉，要么在衣服或铺盖卷上缝

着什么，要么用细线小心地打结，然后又拆开。他们是谁？他们在干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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